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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仁宗: 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在伦理学上能否得到辩护？

  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在伦理学上能否得到辩护？ 
 

邱仁宗 
    一种做法成为惯例后，也许由于惯性的缘故，人们往往不再对它进行反思，即使有人对它进行质

疑，第一反应也往往倾向于对它进行辩护，而不想另辟蹊径，尽管有可能另辟的蹊径比现行的惯例更

好，当然“范式”的转换未免会带来一些不便或麻烦。这种心理状态也许是“人性”使然吧！我自己有

时也往往如此。但在不同的人，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本文要讨论与不少人和单位(病人、医生、医院以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一个实际的也许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在伦

理学上能否得到辩护？ 
 

从“救急”成为惯例  
 

本文不是一篇历史论文，所以不在这里详细追溯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如何成为惯例的历

史，而只是想简要回顾从“救急”成为惯例的逻辑过程，以说明这种惯例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

没有道理的，并不是像某些西方伦理“帝国主义”者或文化“帝国主义”者们所想象的，这是某些人、

某个政府为了获得某种利益预谋设计的。  
器官移植是医学中的一门高技术。这一技术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在在某些器官的移植(例如肾

移植)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其存活率已相当高。不少病人全身其他器官、系统仍然良好，但仅有一个器

官发生不可逆的衰竭，如果这个器官能够得到成功的更换，他们还可以继续以相当高的生活质量存活许

多年，继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为家庭、社会甚至人类作出贡献。器官移植(例如肾移植)如果成

功，病人的生命质量要比可供选择的其他疗法(例如肾透析)要好或好得多。作为“医本仁术”的医学，

应该积极应用和发展器官移植技术，救治更多的人的宝贵生命，这是自不待言的。 
新的技术引起新的社会需要。[1] 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引起对这项技术的社会需要。病人的

客观病情和主观偏好要求提供这种技术。器官移植技术又具有新闻价值，新闻媒介推波助澜，使这种新

的社会需要日益膨胀。也不排除这种技术对医生和医院带来的效益，他们努力扩大供应以满足这种社会

需要。但是，器官移植的发展和它引起的社会需要得扩大，大大超前于器官供给的保障以及器官供给保

障机制的建立，对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研究及其解决大大滞后。于是，形成了器官移植

的需求与器官供应之间的大大脱节。可供移植的器官供不应求，病人等候的人数多、时间长，不少病人

因长久得不到器官而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人们牢骚满腹，怨气冲天。 
在西方社会，人们开始试图用提倡自我捐献器官来解决器官供应奇缺问题。但是结果并不理想。不

过，后来人们考虑到汽车的广泛使用和因此而引起的每年约5万左右死亡事故以及还有许多因交通事故

引起的脑死病人，于是试图通过确定“脑死”定义和与驾驶执照相联系的自愿捐献器官卡来解决器官供

应问题。我们可以批评西方将“脑死”定义的讨论与供给器官的效益问题联系起来是不道德的，但如果

西方的公众同意这样做，我们的跨文化批评也没有太大的力量。因为毕竟西方社会的“脑死”立法都是

在专业人士和公众中经过广泛讨论并由立法机构通过的。这样，他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可供移植

的器官的供求紧张问题。 
但中国的情况大为不同。在概念上接受“脑死”定义，似乎并不会太难。但缺乏足够的合格医生和

设备来诊断“脑死”，也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和设备来摘除、保护、储存从“脑死”病人身上摘下的器

官，这使得“脑死”定义即使在立法机构通过，也难以实施，难以增加器官的供给。中国的汽车工业和

高速公路也刚刚起步，每年也没有像美国那么多的交通死亡事故或因交通事故引起的“脑死”病人。更

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仍然影响严重：“体肤毛发，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希望即使火化前保



证全尸，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希冀“死后复活”的一种残余。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人们捐献器官

的行为。一方面，我国医生技术的高超和新闻媒介对移植成功的报道使社会对器官移植的期望值很高；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情境滞后，政府对器官移植所下的功夫不及在开国时对火葬的提倡以及最近有关献

血的立法，因而供移植的器官的供求脱节尤其严重。虽然有的学者提出过用“推定同意”政策 [2] 解

决器官供应问题，但并没有引起注意。对解决器官供应的种种可能的选择缺乏伦理的讨论和论证。在各

个医院自找出路时，终于选择了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解决移植器官来源问题。但在我国始终没有讨

论：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供移植器在伦理学上能不能得到辩护？ 
 

评价有关器官移植政策的伦理学框架 
 

评价有关器官移植政策的伦理学框架，仍然是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不伤害、有

利、尊重、公正和互助。在应用这些原则于移植器官来源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不伤害和有利：解决移植器官供应问题对需移植的病人无疑是个福音， 

但对不同的捐献者会有不同的问题。对于尸体器官的捐献者，如果他/她同意或不反对，对他/她不会造

成任何伤害，反之还体现了他/她的人生价值，能为他/她自己因捐献行为而挽救他人的生命而自豪。对

活体器官捐献者，显然不能采取他/她唯一的和不能再生的器官或组织，因为这等于用一个人的生命去

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例如一位家庭成员捐献心、肺、肝等给另一位家庭成员。因为这构成了对捐献者

致命的伤害。唯一可考虑的是肾脏、骨髓以及其他可再生的组织。但即使如此，也要考虑捐献者的年龄

和身体状况。因此未成年的家庭成员不应成为器官的捐献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其可再生的组

织。总之，在捐献活体器官的情况下要认真反复斟酌对捐献者和接受者的利弊得失，务使对捐献者不致

引起致命的伤害，同时又能救助病人的生命。 
(2)尊重：尊重首先是尊重器官捐献者的自主性或自我决定权，或必须获得 

捐献者的知情同意，或捐献是他/她知情选择的结果。捐献者必须是自愿捐献的，所谓“自愿”是不受

任何威胁利诱的外在强迫性压力。不顾当事人的反对而强制利用其器官(即使在他/她死后)，这是不道

德的。“推定同意”并不与“知情同意”相矛盾。“推定同意”是指在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后，如果你不

表示明确反对，就隐含着你的同意。尊重的另一个意义是不能将人体或人体的任何一部分作为商品进行

买卖。不能因为身体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出卖你的器官，正如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出卖自己去当他人奴隶

的自由一样。因此，器官买卖、器官供应商业化、刊登广告提供器官或寻求器官都是不道德的，并且应

该明文禁止的。 
(3)互助：对于身陷绝境不移植他人器官不能存活的病人，其他人理应提供 

帮助。同理，这些“其他人”的家庭成员也难免会有这一天，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器官来存活。因此社会

应该研制一种有效机制，使社会成员可以彼此互助。例如死后捐献器官者可以在他/她家庭成员需要器

官移植时优先得到器官等。[3]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1986年举行的第39届世界卫生大会和1991年举行的第4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都讨论

了有关器官移植的问题。1987年5月13日第40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WHA40.13号决议，即制订人体器官

移植指导原则，1989年5月15日第4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WHA42.5号决议，即防止购买和销售人体器

官。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有9条： 
指导原则1：可从死者身上摘取移植用得器官，如果：(a)得到按法律要求的任何赞同；(b)在死者

生前无任何正式同意等情况下，现在没有理由相信死者会反对这类摘取。 
指导原则2：可能的捐献者已经死亡，但确定其死亡的医生不应直接参与该捐献者的器官摘取或以

后灯移植工作，或者不应负责照看这类器官的可能接受者。 
指导原则3：供移植用的器官最好从死者身上摘取，不过活着的成人也可捐献器官。但总的来说，

这类捐献者与接受者应有遗传上的联系，骨髓和其他可接受的再生组织的移植是一个例外。如果活着的

成人答应免费提供，则移植用的器官可从其身上摘取。这种捐献人不应受到任何不正当的影响和压力，

同时应使其充分理解并权衡答应捐献器官后灯危险、好处和后果。 
指导原则4：不得从活着的未成年者身上摘取移植用的器官。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对再生组织

进行移植可以例外。 
指导原则5：人体及其部件不得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因此，对捐献的器官给予或接受支付(包括任

何其他补偿或奖赏)应予禁止。 
指导原则 6：为提供或寻求支付，对需要或可得到的器官进行广告宣传应予禁止。 
指导原则 7：如果医生和卫生专业人员有理由相信有关的器官是从商业交 

易所得，则禁止他们从事这类器官的移植。 



指导原则 8：对任何从事器官移植的个人或单位接受超出合理的服务费用得任何支出应加以禁止。 
指导原则 9：对病人提供捐献的器官，应根据公平和平等的分配原则以及按医疗需要而不是从钱财

或其他考虑。[4] 
美国国会于1984年通过的“全国器官移植法“明文规定禁止购买器官移植所用得人体器官。 

 

支持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可能论据 
 

支持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可能论据有： 
首先，在可供移植的器官奇缺的情况下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能够挽救很可能因器官衰竭

而死亡的病人。这一论据可以成立。 
其次，这样做并不构成对死刑犯的伤害。因为处决后摘取他/她的器官并不是加重他/她的处罚，也

不增加他/她的痛苦。反之，死刑犯死后其器官能够挽救他人生命，也是对社会作出的一种贡献，至少

也可算是一种赎罪的表现。这一论据基本上也可成立，如果死刑犯真正表示同意或不反对的话。 
再者，有些死刑犯处决后尸体无人领回，白白焚化，岂不浪费。这一论据难以成立。如果死刑犯愿

意或不反对捐献，当然可以从无人领回的尸体中摘取器官。但单单从避免浪费的论据不能为这类摘取器

官辩护。因为这可能导致“滑坡”论证：从认为无人领回的死刑犯尸体白白焚化是浪费，到无人领回的

非死刑犯尸体白白焚化是浪费，再进一步到所有尸体白白焚化是浪费。 
但单单这些支持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可能论据还不足以在伦理学上为这种做法辩护。

我们还需考查一下反对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可能论据。 
 

反对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可能论据 
 

首先，死刑犯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他/她的真正意愿难以公开表达，或者根本没有表达，因此在

他/她知情后自愿表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这一原则在死刑犯身上很难贯彻，或者根本没有贯彻。也许有

人反对说，死刑犯没有对他/她死后捐献器官表示知情同意的权利？这个反对是不能成立的。死刑犯可

以被剥夺政治权利，但他们的民事权利并没有完全剥夺，尤其在处置与他/她个人有关的事务上，包括

在他/她处决后自己身体的利用上。如果在捐献器官问题上他们仍然有知情同意的权利，但由于他们所

处的地位，这种权利是难以真正行使的，而有关人员也非常容易不去，也不被要求去遵循知情同意这一

必不可少的程序。如果在一个实行普遍义务捐献的社会中，器官来源主要依靠合法公民们的自愿捐献，

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不作为主要来源，他们与合法公民一样经过知情同意程序，这样就不会成为问题。

但在一个将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作为主要来源之一的社会中，不遵循伦理规范和原则，发生滥用的

事件就容易发生。 
其次，为了保存和保护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可资移植，医务人员可能必须在行刑前对死刑犯作一些

处理。台湾在1987-1994年间就是这样做的。[5] 这样做，就破坏了医务人员“不伤害”的义务。死刑

犯的处决是行刑人员的工作，医务人员无权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参与，否则就成为行刑人员的助手了，

这有悖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 
第三，反对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有可能增加器官商业化的压力。我国医生技术高超，医

务人员工资低廉，同样的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质高价廉”。这就有可能吸引不少境外或国外病人来要

求移植，他们可能愿意提供更高的费用。高费用可能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引诱力，驱使一些医生和医院

更愿意与执法人员合作，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而分享效益。这一方面破坏了国际社会反对器官商

业化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少数医务人员和执法人员的腐化。也不排除少数人将死刑犯处决

后走私出境的可能。 
第四，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一时使缓和可供移植的器官供应短缺，这样反而使开辟正当

器官来源的工作得不到重视。例如我国很少研究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几乎没有认真考虑

就尸体和器官捐献问题立法。 
第五，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可能造成“道德滑坡”。由于在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往

往不能严格实施知情同意原则，在行刑前医务人员又有可能参与操作，医务人员的道德自律就有可能松

怠。今天觉得死刑犯的器官可利用，不用是浪费，明天就可能觉得严重精神病人、严重痴呆症患者或严

重智力低下者死后的器官可利用，不用是浪费，后天可能进而推广到其他人。这样，离开纳粹医生就不

太远了。纳粹医生也不是一下子失去人性的，他们也是通过“道德滑坡”，一步一步地滑向道德深渊

的。 
第六，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做法，已经使我国在国际上造成极大的被动。极少数伦理



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者攻击我们，“为了取得外汇，采纳脑死概念，增加处决人数，利用犯人器

官。”[6]  一些医学家和伦理学家也对我国的这一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7] 国际上一些朋友也希望我

们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江泽民指示我们要“讲政治”，我们决不能因小失大，对这一问题等闲视之。 
 

制订“器官移植法” 
 

全面权衡支持和反对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可能论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利用

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的“弊大于利”，而且可以说“弊大大超过利”。因此，我的结论是：利用

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在伦理学上得不到辩护。根据这一伦理学探讨，我建议在我国立即停止利用

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这一做法。代之以立即对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探

讨，并立即开始制订器官移植法的工作。其中包括讨论“脑死”定义的采纳和实施问题；在还可能存在

传统观念对“脑死”概念反对的情况下，不妨像日本最近通过的法律那样，承认两种死亡定义，由病人

或其家属来选择；在鉴定“脑死”标准有困难的地方，可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先行实施；可以考虑在驾

驶执照或身份证/工作证上增加一项“是否愿意死后捐献器官”；可以探讨在我国是否有可能实施“推

定同意”；如此等等。 
最近“献血法”的颁布实施可作为一个范例。过去由于没有“献血法”，传统观念的惰性使正常血

源枯竭，于是给那些“血头”、“血霸”可乘之机，结果这些“旁道”来的血源质量无法保障，引致肝

炎病毒乃至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虽然情况有所差异，但道理是相同的，只有通过合情合理的“器官移植

法”的制订、颁布和实施，可供移植的器官才能可持续的供应，才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器官移植技

术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发表在《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3期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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